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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收入、社会保障与新职业农民工市民化：

城市住房价格的调节效应
李晓菁 刘爱玉 田志鹏 ★

摘要：人口密集的大型城市催生大量收入较高的新职业，吸引农业转移人口定居，而人口聚集推高

的房价又构成外来人口落户的障碍，共同构成新时期我国流动人口城乡双向迁移的重要原因。使用

全国代表性数据研究发现：随着务工城市住房价格的提升，工作收入对市民化的作用在下降，而社

会保障的作用在上升。实证分析表明，较高的就业质量是农民工市民化的基础，但新职业农民工以

“保障换收入”在增加短期货币收入的同时削弱了获取城市公共服务的潜力，对其中长期市民化构

成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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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根据人口迁移研究中经典的“推拉理论”（Lee,1966），农民工离乡进城的动力由迁出地的推

力和迁入地的拉力共同决定。但与老一代农民工不同，新生代农民工对乡土的归属感更弱，存在

一种普遍的迁出地推力，因而迁入地的拉力日益成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定居的主要影响因素 ( 梁土

坤 ,2019)。从就业的角度看，农民工迁入城市最大的拉力是获取更高质量的就业机会，但一般而言，

高质量就业岗位聚集的地方，住房价格也更高，落户难度也更大。因此，对普遍有着离乡意愿的新

生代农民工而言，影响其迁移的因素既有城市高质量就业的拉力，又有城市高房价的推力，前者引

人入城，后者迫人返乡，二者相反的作用机制构成了当下我国新生代农民工迁移的“新推拉理论”。

就当前我国社会发展而言，城市人口聚集催生了新职业，诸如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网约

家政工等新职业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了大量收入较高且较为灵活的就业机会。与此同时，人口聚集

也推高了当地的房价，提高了外来人口定居的成本以及获取公共服务的难度。对于城市外来人口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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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日益增加的“房价收入比”成为新市民长

期定居的主要障碍。更重要的是，新职业劳动

者更多地选择以高工时、低保障换取更高的到

手收入 ( 杨伟国等，2022)。这些劳动者在短期

内可以获得更多的货币收入，但长期而言，无

保障的就业状况既不利于其城市融入，也给城

市治理带来新的风险和挑战。

现 有 研 究 探 讨 了 就 业 质 量 对 农 民 工 市

民 化 的 影 响（ 聂 伟，2022； 高 兴 民、 郭 芹，

2021），也从收入这一维度探讨了城镇经济发

达程度对流动人口市民化融入的影响（杨菊华，

2011；曾通刚等，2022）。但较少有研究关注

新职业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对其市民化的影响，

更少有研究在日益分化的城市住房价格背景下

探讨这一问题。本文以依托互联网平台实现就

业的新职业农民工为研究对象，将就业质量区

分为工作收入和就业保障两个基本维度，探讨

作为“拉力”的就业质量与作为“推力”的住

房价格对新职业农民工市民化的作用机制。研

究发现有助于丰富现有研究关于新职业农民工

市民化的理解，也为不同城市推动城镇化和就

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参考。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新职业农民工的就业质量与市民化

农民工市民化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

程，既包括农民工社会身份和职业的转变，也

包括农民工居住空间向城镇转移，还涉及一系

列角色意识、思想观念、社会权利、行为模式

和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文军，2004）。刘传

江和程建林（2008）从生存职业、社会身份、

自身素质以及意识行为四个层面界定“农民工

市民化”的基本内涵，并指出“农民工市民化

进程是农民工不断摆脱其城乡边缘状态，逐渐

走向和融入城市主流社会的过程”，“既是一

种过程，也是一种结果”。就个体层面而言，

如果将农民工市民化理解为一个持续不断的过

程，那么非农职业转变既是市民化的核心内涵，

又是市民化水平不断提高的基础。

从理论上看，职业转变本身就是农民工市

民化的核心内涵之一。因此，农民开始在城镇

地区从事某种非农工作，也就开启了市民化进

程。可以合理推论，农民的非农就业质量越高，

其市民化水平越高。这一点已被近期一些量化

数据分析所证实，例如，聂伟和风笑天（2016）

使用 2010 年珠三角和长三角 19 个城市农民工

问卷调查数据发现，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包括

工作时间、劳资关系、工作环境、社会保障、

职业发展、主观满意度）越高，城市落户意愿

越强，但短期和不公平的合同会降低农民工落

户意愿。可以看到，由于就业质量与市民化的

内在相关性，上述研究使用“城市落户”这一

更加制度化的指标从总体上衡量农民工的市民

化倾向。

虽然落户城市是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标

志，但考虑到农民工的户籍与农村集体土地权

利紧密相关，亦即落户城市伴随着丧失农村集

体权利的风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

2011），在研究中不宜过分关注形式上落户城

市与否。例如，蔡禾与王进（2007）分析“农

民工”迁移意愿时区分了制度和行为两个层面，

前者对应户籍迁移，后者对应城市定居行为。

这两个层面大体对应城镇化指标中的户籍人口

和常住人口。当前政策层面同样偏向淡化城乡

户籍制度，以提高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目标，

并要求各地方政府根据常住人口规模提供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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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因此，为全面评估制度与行为层面的市

民化意愿，有研究分别分析了就业质量对“城

市定居意愿”和“城市落户意愿”的影响，并

使用 2016 年厦门、苏州、东莞三城市农民工市

民化调查数据证实了务工单位成立工会、每周

工作时间、工作满意度等就业质量指标对两类

市民化意愿都有正向影响（龚紫钰，2017）。

现有研究基本上将农民工视作一个整体，

探讨就业质量对其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忽视了

农民工群体内部的异质性，特别是农民工就业

结构上的内部差异。国家统计局（2022）发布

的《2021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①，从

事第二产业的农民工占比 48.6%，从事第三产

业的占比 50.9%，二者大体相当。不同产业就

业的农民工在人口特征、居住与就业状况等方

面存在明显差别，在分析中将不同产业就业的

农民工视为一类可能会混淆某些就业特征对农

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因此，本文将重点关注近

年来出现的新职业群体的就业质量对从业农民

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期望以此补充现有研究

对农民工子群体关注的不足，并为相关决策提

供更为具体的参考。

所谓“新职业”，目前学界尚无一致的界定。

有研究将近些年随着数字经济发展而产生的职

业界定为新职业（邓忠奇等，2021），也有研

究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于 2015—2021 年颁

布的 56 个新职业界定为新职业（丁述磊、张抗

私，2021）。前一种界定方式注重新职业的新

经济基础，后一种界定方式侧重官方的事后认

定。本文特别关注近年来数字经济发展催生的

新职业及其就业质量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

故采用前一种界定方式，尤其关注提供大量就

业岗位的互联网平台型职业，如网约配送员、

互联网营销师、全媒体运营师、电子竞技员、

短视频创作者等。以网约配送员为例，外卖骑

手是其主要组成部分，数据表明，截至 2021 年

底，外卖骑手的人数在 1300 万左右②，大部分

送餐员属于流动到城市的农村户籍人员（邱婕，

2020）。由于互联网平台经济催生的新就业模

式对农民工市民化影响机制可能不同于传统的

制造业和服务业，故本文所述新职业农民工指

依托互联网平台实现就业的农业户籍流动人口。

前文梳理可知，现有研究从工资收入、工

作时间、劳资关系、工作环境、社会保障、职

业发展、技能培训、工作满意度、务工单位是

否成立工会等多个维度关注评估了农民工的就

业质量。纳入更多的维度固然可以丰富农民工

就业质量的内涵，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产生重点

不够突出的问题，而且诸如工作环境、职业发展、

技能培训、工作满意度更适用于评估典型的全

职雇佣劳动或“白领”工作，不适合评估大多

数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更不适合评估诸如骑手

等就业更加灵活的新职业群体。因此，考虑到

新职业群体相对传统雇佣劳动较高的收入水平③

和较低的社会保障水平，本文重点考察工作收

入和社会保障两个主要方面的就业质量对新职

业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提出以下两个假

设。

①国家统计局 .2021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http://www.stats.gov.cn/xxgk/sjfb/zxfb2020/202204/
t20220429_1830139.html.
②刘萌萌 .1300 万外卖骑手，从“零工”走向“职业”，https://www.tmtpost.com/6007454.html.
③都阳.面对“年轻人都送外卖,工人短缺”的问题,或许不用太悲观[J].三联生活周刊,2021年第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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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1：城市新职业农民工的工作收入水

平越高，市民化意愿越强

假设 2：城市新职业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水

平越高，市民化意愿越强

（二）城市住房价格与农民工市民化

在改革开放初期，户籍制度是农民工落户

城市以及获得城市公共服务的主要障碍。随着

城市公共服务逐渐覆盖常住人口以及越来越多

的城市放开落户限制，户籍制度对农民工定居

非一线城市的影响日益弱化。但与此同时，快

速上涨的住房价格却成为农民工定居城市的新

障碍。在一些城市，诸如教育、医疗等重要公

共服务的获得仍旧以在当地是否拥有住房为前

提。正如周其仁（2017）所言，“沿着城市的

等级系列观察，外来人落户小城镇容易，落户

大城市就偏难”。随着房价的上涨，城市住房

价格日益成为划分城市等级的关键指标之一。

有研究分析 2012—2017 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

测数据后发现，过高的房价会显著降低农民工

的城市定居意愿（刘金凤、魏后凯，2021）。

据此，关于城市住房价格对新职业农民工市民

化的独立影响，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3：城市住房价格越高，新职业农民

工的市民化意愿越弱

应当说，高房价不利于新市民留居城市不

仅是社会舆论的共识，也得到量化数据分析的

证实，政府有关部门也在大力推动解决高房价

城市的住房问题，如推进“租购并举”等措施。

但也有研究进一步区分了房价和房价收入比，

指出真正影响流动人口长期留居意愿的因素是

房价收入比，而非房价的绝对值（李辉、王良健，

2019）。可见，对于流动人口而言，高收入是

忍受城市高房价的重要前提。不过，正如许多

研究所指出的，相当一部分新职业群体的高收

入是以牺牲社会保险换来的，例如，不少外卖

骑手仅有按日缴纳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因此，

对于雇佣关系更加灵活的新职业群体而言，仅

考虑现金收入水平是不充分的。

若将城市住房价格因素考虑进来，新职业

农民工的就业质量与市民化的关系将更加复杂。

典型的情况是，城市的房价越高，人口密度越大，

公共服务资源也越稀缺。在高房价城市，城市

外来人口获得保障性住房、子女入学等公共服

务的重要前提是连续一段时间缴纳社会保险。

而在人口呈外流趋势的低房价城市，外来务工

人员落户门槛低，获取公共服务也相对容易。

因此，对于就业较为正规的流动人口而言，房

价收入比是决定城市去留的关键因素，但对于

就业保障偏弱的新职业农民工而言，就业保障

状况反而可能成为其城市去留的关键决定因素。

本文认为理性的农民工会客观评估定居城

市的收益和成本。在劳动力市场调节作用下，

作为总体的农民工在留居高房价城市、留居低

房价城市和返乡之间将形成动态均衡。从流动

结果看，在一定时期内，无论是高房价城市还

是低房价城市，农民工的留居比例可能大致稳

定。此时，从无数农民工个体流动选择汇聚成

的均衡结果中可能很难发现房价对留居的直接

影响，因为房价的影响主要作用于迁移选择的

过程中。具体而言，高房价和低房价城市都会

留下一定比例的人，但这些人的就业特征并不

相同，由此决定的农民工市民化路径也将有所

不同。本文将新职业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区分为

工作收入和社会保障两个基本维度，并假定农

民工对不同维度就业质量的偏好会影响其迁移

选择，可以得到一个简化的新职业农民工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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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模型，如图 1 所示。

本文将截面调查中观察到的农民工市民化

意愿理解为历时性选择的结果。从就业质量的

角度看，农民工流动到高房价城市后，若找到

一份比较有保障的工作则会留居，若长期处于

就业无保障状态则会选择返乡或流动到低房价

城市。在流动到低房价城市后，就业保障的影

响相对弱化，此时决定去留的主要因素就变成

了工作收入。如果在低房价城市获得了一份收

入较高的工作，那么农民工很可能会选择留居；

如果无法获得较高收入的工作，则会选择返乡。

当然，农民工不一定首先迁移到高房价城市，

也可以先到低房价城市，此处列举的只是一种

类型的“迁移—去留”选择。显然，新职业群

体在收入与保障之间更加灵活的互换机制也进

一步增强了上述选择过程的灵活性。表 1 整理

了不同城市住房价格下新职业农民工典型的就

业状况及市民化情况。

需要说明的是，为了突出分析的重点，表

1 省略了“高收入、高保障”和“低收入、低保障”

这两类情况。这主要是因为无论房价高低，高

收入和高保障都意味着高水平的市民化，低收

入和低保障都意味着低水平的市民化。而且，

对于平均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农民工群体而言，

尽管从事新职业能够为其带来一定的收入增长，

但仍旧很难在城市中谋得一份高收入、高保障

的工作。另外，对于低收入、低保障的农民工

而言，从图 1 所示选择模型看，这类群体极有

可能选择返乡，其较低的市民化意愿也是可以

预期的。

如前所述，高保障是留居高房价城市的基

本前提。相应地，长期而言，表 1 预测在高房

价城市，“收入换保障”的新职业农民工由于

存在获取公共服务的困难而难以留居。当然，

短期内很多人也可能为了获得较高收入而留居，

毕竟离乡进城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获得更高收入，

但这些人缺乏长期定居意愿。因此，本文预测

相对于低房价城市，高房价城市就业保障对新

职业农民工市民化有更重要的作用。另外，相

对于高房价城市，低房价城市的工作收入水平

对农民工有更重要的影响，因为在公共服务水

平较为一般的低房价城市，收入往往是决定外

高房价城市

有保障

留居

无保障

低房价城市返乡

高收入低收入

返乡 留居

图 1 新职业农民工迁移的理性选择模型

表 1 住房价格、就业质量与新职业农民工市民化

住房价格 工作收入 社会保障 市民化意愿

高
高 低 弱
低 高 强

低
高 低 强
低 高 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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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人口去留的唯一重要因素。为了便于说明，

表 1 对住房价格、工作收入、社会保障和市民

化意愿进行了二分简化处理，而实际上这些变

量均包含多个层次。此时，表 1 所述模式可以

表述为以下两个操作化假设。

假设 4：随着务工城市住房价格的提高，

工作收入对新职业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正向作

用在减弱

假设 5：随着务工城市住房价格的提高，

社会保障对新职业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正向作

用在增强

三、数据、变量和方法

（一）数据和样本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共青团中央维护青

少年权益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于

2020 年 10 月共同组织实施的“全国新职业青

年调查”，调查对象为来自全国 31 个省、自治

区和直辖市的 18-45 岁青年①。该项调查的新

职业主要指依托互联网平台实现就业的职业类

型，包括网约配送员、网络主播、电子竞技员、

短视频创作者、音频创作者、全媒体运营人员、

网络文学写手等。根据调查数据信息，参考国

家统计局对农民工指标的解释，本文所述农民

工指调查时点居住在户籍所在县 / 市 / 区地域

外、城镇地域内、户口为农业且从事非农工作

的劳动者，即“外出进城农民工”。根据上述

定义从调查数据中选取相应农民工群体为研究

对象，在删除分析变量有缺失值的样本后，最

终分析样本共 4193 个。

（二）变量

因变量为城市外来人口的市民化意愿。如

前所述，“城市定居行为”和“城市落户意愿”

是衡量流动人口市民化意愿的两个基本维度，

相较而言，城市定居行为能够更加全面地反映

城市外来人口的市民化意愿，而且这一指标还

能涵盖非农户口外来人口在流入城市的市民化

意愿。在具体测量方面，问卷询问了异地务工

的受访者未来返回家乡工作的可能性，选项包

括“很有可能”“有可能”“不太可能” “完

全不可能”四个等级。本研究以此反向测量新

职业农民工在流入地市民化的意愿，亦即返乡

的意愿越强，市民化的意愿就越弱。

自变量有三个：工作收入、社会保障以及

城市住房价格。本文使用主成分因子分析方法，

从平均月收入、劳动合同、“四险一金”（养

老、医疗、工伤、失业、公积金）这七个反映

就业质量的因素中提取了两个特征值大于 1 的

成分，它们共解释了总方差的 56.1%。使用最

大方差旋转后的因子负荷结果如表 2 所示。从

因子分析结果看，“四险一金”主要负荷于因

子 1，月平均收入和劳动合同主要负荷于因子

2，基本符合本文对“工作收入”（因子 2）和

“社会保障”（因子 1）的先验性区分。为便

于分析，本文将两个因子标准化为一个取值介

于 0—10 的连续型变量，数值越大，意味着工

作的社会保障和收入水平越高。值得注意的是，

劳动合同在收入因子上的负荷更高，在保障上

的负荷因子更低，这可能与新职业群体特殊的

工作状况有关。具体而言，订立劳动合同主要

①青年划分的标准采用了调查时的标准，该标准由“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确认，比通常
的 35 岁标准（团中央）或 39 岁标准（学术研究常用）略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最
新青年标准都是 45 岁，考虑本文探讨市民化问题，适当放宽年龄标准可以提升研究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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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证券时报·数据宝 .2020 年 316 个城市房价排行榜 [EB/OL]. http://www.stcn.com/article/detail/298
367.html.

是对收入的确认而非对各类社会保险的确认，

这也与部分新职业群体主动选择“保障换收入”

有关。最后，城市住房价格信息来自《2020 年

316 个城市房价排行榜》①，在模型分析中，对

房价变量取自然对数。

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

婚姻状况、政治面貌、民族、主观经济地位评

价（十级）等。各变量描述统计结果见表 3。

从表 3 结果看，新职业群体的市民化意

愿偏弱，市民化意愿比较强或非常强的合计占

比 29.38%。工作收益方面，超过九成的新职业

农民工月平均收入在 2000 元以上，月收入在

表 2 最大方差旋转后的就业质量因子负荷（N=4193）

变量 因子 1 因子 2
月平均收入 -0.002 0.801

劳动合同 0.175 0.678
养老保险 0.823 0.034
医疗保险 0.755 -0.024
失业保险 0.851 0.104
工伤保险 0.624 0.241

住房公积金 0.603 0.137

表 3 变量描述统计（N=4193）

分类变量 % 分类变量 %
市民化意愿： 住房公积金：
 非常弱 33.94  没有 90.13
 比较弱 36.68  有 9.87
 比较强 21.51 性别：
 非常强 7.87  男 79.54
月平均收入：  女 20.46
 2000 元以下 8.68 婚姻状况：
 2000-3999 元 24.42  未婚或同居 53.9
 4000-5999 元 35.46  初婚有配偶 38.9
 6000-7999 元 18.60  再婚有配偶 2.74
 8000 元及以上 12.83  离婚 3.82
劳动合同：  丧偶 0.64
 没有签订合同 10.18 政治面貌：
 与平台签合同 31.72  群众 47.29
 与第三方机构签合同 23.49  中共党员 8.92
 与现单位或雇主签合同 34.61  共青团员 32.65
养老保险：  其他 11.14
 没有 70.38 民族：
 有 29.62  汉族 9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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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变量 % 分类变量 %
医疗保险：  少数民族 9.09
 没有 53.54 连续变量 平均值
 有 46.46 工作收入（分） 5.39
失业保险： 社会保障（分） 3.09
 没有 77.03 住房价格（元 / 平方米） 19349.86
 有 22.97 住房价格对数 9.49
工伤保险： 年龄（岁） 26.24
 没有 58.65 受教育年限（年） 12.17
 有 41.35 主观经济地位评价（分） 4.98

（接上表）

4000 元以上的占比近七成，平均月收入较高。

在社会保障方面，新职业农民工在“四险一金”

的获取上差异极大，拥有医疗保险的比例最高，

但也仅为 46.46%，拥有公积金的比例最低，仅

为 9.87%。可见，即使 58.1% 的新职业农民工

与第三方机构、现单位或雇主签有相对正式的

劳动合同，但这些合同似乎主要是用于约定雇

佣双方劳动收入和工作内容，劳动者并未获得

与就业相关的社会保障。最后，新职业农民工

面临的平均住房价格接近 2 万元 / 平方米，这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新职业更加集中于经济发

达的高房价城市。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使用“序次 Logit 回归模型”估计就

业质量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序次 Logit

方程只假定因变量取值的有序性，但对于各类

别之间的相对距离不作任何假定，符合本研究

因变量的特征。在具体模型设定上，模型 1 包

括工作收入、社会保障和住房价格三个自变量

和全部控制变量，用以检验假设 1、假设 2 和

假设 3；模型 2 在模型 1 的基础上加入工作收

入与住房价格的交互项用以检验假设 4，加入

社会保障与住房价格的交互项用以检验假设5。

四、研究发现

以市民化意愿为因变量，按照上文所述模

型设定，序次 Logit 回归模型估计结果如表 4 所

示。

表 4 模型 1 结果显示，工作收入系数为正，

且统计显著，表明新职业农民工的工作收入水

平越高，市民化意愿越强，支持假设 1。社会

保障系数为正，但不具有统计显著性，未支持

假设 2，社会保障对新职业农民工市民化的促

进作用仍有待进一步验证。从系数的统计显著

性检验结果看，工作收入对于新职业农民工市

民化有更重要的解释作用。如前所述，与传统

就业部门相比，互联网平台经济的用工方更倾

向将用于缴纳社会保险的资金直接发放给受雇

者，从而在短时间内吸引更多劳动力进入。在

这种情况下，作为“隐性收入”的社会保障对

外来人口市民化的促进作用进一步转移至“显

性收入”中，致使后者成为决定新职业农民工

去留城市的关键因素。

在城市住房价格的独立效应方面，模型 1

结果显示，住房价格对数系数为负，但不具有

统计显著性，未支持假设 3。这表明高房价固

然是农民工留居城市的阻碍因素，但在人口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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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估计市民化意愿的序次 Logit 回归模型结果（N=4193）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自变量：
工作收入 0.122*** 0.016 0.723*** 0.170
社会保障 0.015 0.011 -0.224 0.122
住房价格对数 -0.067 0.037 0.210 0.111
工作收入住房价格对数 -0.063*** 0.018
社会保障住房价格对数 0.025* 0.013
控制变量：
女性（男性 =0） 0.499*** 0.074 0.516*** 0.075
年龄 0.003 0.004 0.004 0.004
受教育年限 0.028** 0.010 0.029** 0.010
婚姻状况：（未婚或同居 =0）
初婚有配偶 -0.039 0.066 -0.044 0.066
再婚有配偶 -0.511** 0.186 -0.526** 0.187
离婚 -0.087 0.154 -0.089 0.154
丧偶 0.223 0.366 0.301 0.364
政治面貌：（群众 =0）
中共党员 -0.310** 0.106 -0.306** 0.106
共青团员 -0.106 0.070 -0.109 0.070
其他 0.061 0.096 0.062 0.096
少数民族（汉族 =0） 0.001 0.100 0.014 0.100
主观经济地位评价 -0.006 0.011 -0.006 0.011
其他参数：
切点 1 -0.215 0.390 2.408 1.074
切点 2 1.365 0.390 3.993 1.075
切点 3 2.975 0.393 5.608 1.077
对数似然值 -5239.049 -5231.074

注：*p<0.05，**p<0.01，***p<0.001。

由流动的前提下，无论是高房价城市还是低房

价城市，都会逐渐筛选出对应的群体，这一点

符合前文提出的迁移理性选择模型。进言之，

就一个时点的截面调查而言，由于无法完整呈

现流动人口“务工—迁移”的完整过程，因而

只能观察到一个时点的均衡状态，在这一状态

下，高房价的影响可能不甚显著。

模型 2 检验了城市住房价格的调节效应，

结果显示：工作收入与住房价格交互项的系数

为负，且统计显著，表明随着房价的提高，工

作收入对新职业农民工市民化的正向作用在下

降，支持假设 4；社会保障与住房价格交互项

的系数为正，且统计显著，表明随着房价的提高，

社会保障对新职业农民工市民化的正向作用在

增强，支持假设 5。简言之，随着城市住房价

格的提升，工作收入对市民化的作用在下降，

而社会保障的作用在上升。如前所述，截面数

据分析无法观察到人口迁移的动态过程，但可

以捕捉到不同房价城市的人口特征。数据分析

表明，留在高房价城市的新职业农民工更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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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社会保障，而留在低房价城市的农民工则更

加看重收入水平。

得到数据证实的假设 4 和假设 5 为前文图

1 所示“新职业农民工迁移的理性选择模型”

提供了一定的经验证据，也为表 1 概括的二分

简化机制提供了一定的支持。模型 1 对工作收

入和社会保障独立效应的分析表明，无论城市

住房价格高低，高收入和高保障都意味着高水

平的市民化，低收入和低保障都意味着低水平

的市民化。但对于新职业农民工而言，高收入

和高保障往往难以兼得，模型 2 对城市住房价

格调节效应的分析表明，较高的社会保障水平

对于新职业农民工留居高房价城市十分重要。

在无法获得有保障的工作时，选择从高房价城

市流动到低房价城市的新职业农民工则更加在

乎工作收入，也更加倾向于以长期的社会保障

换取短期的工作收入。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依托互联网平台实现就业的新职业

群体为研究对象，将就业质量区分为工作收入

与社会保障两个基本维度，进而分析了这两个

维度对新职业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以及城

市住房价格的调节效应。使用全国代表性数据

的研究发现，总体而言，工作收入和社会保障

对新职业农民工的市民化均有积极作用。进一

步引入城市住房价格这一重要因素后发现，随

着城市住房价格的提升，工作收入对新职业农

民工市民化的作用在下降，而社会保障的作用

在上升。以上结论表明，新职业农民工以“保

障换收入”在短期内可以提高其收入水平，但

中长期来看，无保障的就业状况对其市民化有

不利影响，而这一点在房价较高城市表现得更

加明显。

如何理解城市住房价格提高会提升社会保

障对新职业农民工市民化的积极作用？对此合

理的解释仍旧需要回归到住房价格上。众所周

知，高房价已然成为城市外来人口长期定居的

主要障碍，高房价城市更高的房价收入比决定

了外来务工人员要解决长期居住问题，或者依

靠金融信贷支持自主购房，或者依靠当地政府

提供的保障性住房，唯有如此才能获得诸如教

育、医疗等重要公共服务。但是这两个渠道均

以稳定的工作为前提，至少要求劳动者拥有一

份正式的劳动合同且在当地按时缴纳社会保险

费用。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高房价城市

外来人口市民化更加依赖有保障的工作。

城市是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发动机，

对于国家不断提升竞争力至关重要（施瓦布，

2016）。一项研究表明，“如果将某人置于较

之前两倍大的城市中，他的生产力会神奇地提

高 15%（科尔维尔，2018）”。当前我国经济

发展进入新常态，在技术创新之外，将劳动力

配置到附加值更高的产业中同样是提升劳动生

产率水平的重要途径（林毅夫，2022）。因此，

不断引导农业转移人口向城镇转移，引导小城

镇市民向中心城市和城市群聚集是推动经济发

展、缩小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的根本所在，毕

竟只有经济发达城市才能给低技能劳动者提供

较高的收入（兰小欢，2021）。

发达的城市经济催生了各种服务业新业

态，创造了大量新职业群体，但新增就业却未

带动城镇化协调发展。本文的发现从就业质量

的角度对上述不协调提供了一个解释。更为重

要的是，互联网平台经济发展带来的新职业固

然提供了大量灵活且收入较高的工作岗位，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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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会自然而然地解决城市外来从业者市民

化的问题，甚至可能对未来一段时期农民工市

民化产生不利影响。无论是传统职业还是新职

业，较高的就业质量始终是农民工市民化的基

础，但新职业农民工以“保障换收入”的就业

特征会显著削弱其市民化的潜力。以往研究一

般认为农民工的市民化随收入提高而增强（聂

伟，2020），但本文在引入城市房价这一因素

后发现，上述因果机制仅在房价较低的城市成

立。

事实上，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高房价

不利于外来人口定居的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住房保障体系（倪虹，

2021）。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房子是

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加快建立多主

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稳中有降的住房价格和日益完善的住房保障体

系可以改善新市民的居住问题，但对雇佣关系

更加灵活的新职业农民工支持较为有限，因为

后者的平均收入较低且往往不符合保障性住房

的申请资格。支持进城农民工在务工地实现市

民化是缩小城乡差距、推动城乡一体化的重要

途径。大中型城市就业机会多，吸纳大量农业

转移劳动者，但人口集聚推高的房价又不利于

其留居。本文的发现表明，破解上述难题仅靠

调控房价和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是不够的，就

业相关政策需要同步发力，以便新职业农民工

能够获得应有的公共服务保障。

可见，新职业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不仅

仅是短期的劳动保障问题，还会溢出就业领域，

影响到中长期的城镇化发展和共同富裕的实现。

目前各地的制度设计上，以就业为基础的社会

保障是外来务工人员获得当地各种公共服务的

重要门槛条件，但新职业“收入换保障”的特

征破坏了以往的市民化模式，新职业农民工也

更难获得城市的公共服务。新职业的出现为新

生代农民工到大城市“赚快钱”创造了机会，

但长此以往，新职业农民工将发现自己既无法

通过社会保障留在城市中，又无法回乡或去其

他地方找到满足收入要求的工作，陷于“无根”

状态中，不利于社会稳定，也不利于城乡均衡

发展。

总而言之，推进新职业农民工的市民化重

点在于新职业劳动者的社会保险制度安排。从

目前相关制度试点探索情况看，新职业劳动者

中无法确认劳动关系的那一部分是就业保障的

重点，其中互联网平台从业者占很大一部分。

因此，政策层面尽快出台适合新职业就业特征

的社会保险制度是当务之急，如何在灵活的雇

佣模式下实现“收入换保障”是一大难点。首先，

新职业社会保障应具有强制性。本文的发现表

明，企业与劳动者自由协商的结果并不符合劳

动者的长期利益，也不符合社会整体利益。其

次，新职业社会保障要有灵活性。这主要体现

在社保缴费方面，可以试点引入“风险算法”，

在各地人社部门的监督下根据劳动者的职业行

为确定保险费用。最后，新职业社会保障要有

扩展性。建立新职业社会保障并不仅是解决劳

动风险这一问题，更要将其与城市公共服务获

得联系起来。只有城市公共服务获得有效覆盖

新职业群体，新经济和新型城镇化才能实现良

性互动和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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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loyment Quality and Citizenization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in New Occupations: Adjustment Effect of Urban 

Housing Price
LI Xiaojing LIU Aiyu TIAN Zhipeng

Abstract：Densely populated cities provide a large number of new jobs with higher income, attracting 

rural migrant workers to settle down. On the other hand, the urban housing prices pushed up by population 

concentration constitute an obstacle to the settlement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These two aspects are the 

important reasons for the two-way migration of 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Using national representative data, the study found that with the increase of 

urban housing prices, the role of work income in the citizeniz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tend to decline, while 

the role of social security tends to increase. Empirical analysis shows that higher employment quality is the 

basis for the citizeniz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However, for rural migrant workers in new occupations, their 

employment characteristics of high income and low security have increased their short-term monetary income, 

but also weakened their potential to access urban public services, which harms their medium - and long-term 

citizenization. In response to this situation, local governments should develop a social insurance system that 

sui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ew occupations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make urban public services more effective 

in covering new occupational groups.

Keywords: Rural migrant workers in new occupations, Employment quality, Citizenization, Urban housing 

price


